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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与 “四端亦有不中节”问题*
———兼论恻隐之心、情境与两种伦理学的分野
谢 晓 东
［摘 要］自孟子以来，四端纯善就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晚年朱子挑战了这种观点，
从而提出了“四端亦有不中节”的问题。在孟子的著名例子的基础之上，笔者构造了一个
新案例，该案例的核心就是把儿童替换为一个恶贯满盈的成年人，并假设目击者中有的人知
道这个事实，有的人不知道这个事实。于是，本文就以恻隐之心为例，辅以是否具有某种知
识的条件，以及是否中节的道德判断，对认知主义与非认知主义两种伦理学的分野，予以了
初步的分析。从而认为朱熹的道德哲学是认知主义的，具有敏于情境的特点;而孟子的道德
哲学则是非认知主义的，具有钝于情境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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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端”一词来自于 《孟子》，该书有两章直接或间接地提到了该词。其中比较清晰的表述是:
“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
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此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构成了
四端，是人与非人的界限。而在另一章里，孟子关于四端的表述则有所不同: “恻隐之心，人皆有
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
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此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和是非
之心等四端，却是一切人都具有的。不难发现，两处文本最大的区别在于，《公孙丑上》认为以恻隐
之心为代表的“四心”是仁义礼智的四种端绪，而 《告子上》则直截了当地说以恻隐之心为代表的
四心就是仁义礼智本身。那么，这两种表述的差异是形式上的还是实质上的呢?回答该问题的关键在
于对四端和仁义礼智之关系的理解。如果四端和仁义礼智是实质同一的 (如陆九渊) ，那么这两处表
达的差异就不重要。如果四端和仁义礼智不是实质同一而是具有明显区别 (如朱熹) ，那么这两处表
达的差异就很重要。四端说对孟子非常重要，是其证明性善论的基本途径。正如徐复观所言，在孟子
那里，他是以心善说性善，即以纯善的四端之心来证明性是善的。 (参见徐复观，第 147 － 152 页)
自四端说诞生以来的一千余年间，人们对四端一词的理解是一致的，那就是善。因而可以说，长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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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四端是纯善的观点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晚年朱熹 (1130 － 1200 年)挑战了这个观点。朱子之
后，这种相对于孟学而言石破天惊的观点，即 “四端亦有不中节”说沉寂了三百多年。在李朝
(1392 － 1910 年)中后期的性理学中，朱子的这个思想获得了历史的回响。(参见谢晓东，第 147 －
149 页)于是，在东亚儒学中就出现了一个论 “四端亦有不中节”的新传统。对此，学界的关注还非
常少，只有极个别的零星论述 (比如李明辉，后文会涉及到)。笔者以为，有必要对该问题予以更大
的关注，因而本文拟对此作一点专门探讨，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一、“四端亦有不中节”问题之提出
朱子乃宋代新儒学的集大成者，他高度关注孟子的四端说。总的来说，朱熹认为四端是善的，这
样的例子举不胜举。由于这样的理解依然处在儒学的大传统之中，故而这里就不赘述了。但是，在朱
熹晚年 (此点后文会证明) ，四端就出现了其他的含义，即四端除了是善之外也有恶。也就是说，朱
熹在儒学史上首次提出了 “四端亦有不中节”的问题，从而挑战了传统观点。笔者以为，朱熹和孟
子对四端规定性一致和相近的地方我们不必太在意，而对其差异则需要高度重视。因为正是这些差异
处乃是决定朱熹之所以是朱熹而不是孟子的关键所在。
1． “不中节”的含义
朱熹关于四端不中节的表述集中在 《朱子语类》中。其相关表述至少有五例，其中经典的语录
如下。“恻隐羞恶，也有中节、不中节。若不当恻隐而恻隐，不当羞恶而羞恶，便是不中节。淳。”
(《朱子语类》卷五十三，第 1285 页)这句话非常重要，虽然只提到了四端中的两种，但是其要害之
处在于出现了“中节”、“不中节”和四端连用的情况。“中节”一词出自 《中庸》首章，其相关话
语如下:“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
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此处，“中节”是和 “发”具体来说
是和“已发”连在一起的。而我们知道，已发未发问题就是中和问题，在朱熹哲学以及新儒学中非
常重要。《中庸》只提到了 “喜怒哀乐”之 “中节”，而没有谈到 “不中节”，但是，很容易从逻辑
上引出“中节”的反面，即“不中节”。 “中节”指的是恰到好处，引申为善。其反面 “不中节”，
指的就是恶，“发而中节，亦是善;不中节，便是恶”。(《朱子语类》卷十二，第 203 页)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即《中庸》谈的是 “喜怒哀乐”之类的情，而不是四端。不
管中国经典中关于“情”的数目与名称的规定有多大的差异，一般来说都是涵盖了上述的四情的。
不过，从东亚儒学的角度来看，“七情”的说法更值得重视。“七情”一词来自于 《小戴礼记》:“何
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礼记·礼运》)事实上，“喜怒哀乐”四情的不中节
和四端的不中节联接为一个思维整体，主要是由于韩国儒学的四端七情之辩。在心性论层面，朱熹的
基本命题是“心统性情”。在朱熹那里，四端属于情的范畴。“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也。仁、
义、礼、智，性也。心，统性情者也。端，绪也。因其情之发，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见，犹有物在中而
绪见于外也。”(朱熹，第 238 页)根据朱熹哲学，以恻隐之心为代表的四端属于 “情之发”，而情
感，便有合宜与不合宜的差别。“情则可以善，可以恶”。(《朱子语类》卷五，第 97 页)换言之，情
有中节与不中节的差别，或有善有恶的分化。有弟子注意到发而不中节的现象，并向朱熹请教，朱熹
的回答是要“逐件使之中节，方得”。(同上书，卷六十二，第 1507 － 1508 页)朱熹意识到了 “各求
其中节”非常困难，所以必须要学、问、思、辨，需要格物。
2． 晚年朱子关于“四端亦有不中节”说的几处表述
需要指出的是，“四端亦有不中节”说的实质是四端之发亦具有恶的可能性。这就和孟子认为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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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之发纯善的观点形成了部分冲突，故而格外引人注目。如果关于四端有不中节的表述只有上文所列
举的一条材料的话，那么其可靠性就会大打折扣。但是，朱熹的文本中至少还有其他四条类似的材
料。因而很明显，四端有不中节说并不是孤语。这值得人们高度重视。这四条语录如下:
“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只是要扩而充之。而今四端之发，甚有不整齐处。有
恻隐处，有合恻隐而不恻隐处;有羞恶处，又有合羞恶而不羞恶处。且如齐宣不忍于一牛，而却
不爱百姓。呼尔之食，则知恶而弗受;至于万钟之禄，则不辨礼义而受之。而今则要就这处理
会。夔孙。(《朱子语类》卷五十三，第 1293 页)
人于仁义礼智，恻隐、羞恶、辞逊、是非此四者，须当日夕体究，令分晓精确。此四者皆我
所固有，其初发时毫毛如也。及推广将去，充满其量，则广大无穷，故孟子曰: “知皆扩而充
之。”且如人有当恻隐而不恻隐，当羞而不羞，当恶而不恶，当辞而不辞，当逊而不逊，是其所
非，非其所是者，皆是失其本心。此处皆当体察，必有所以然也。只此便是日用间做工夫处。
广。(同上)
人只有个仁义礼智四者，是此身纲纽，其他更无当。于其发处，体验扩充将去。恻隐、羞
恶、是非、辞逊，日间时时发动，特人自不能扩充耳。又言，四者时时发动，特有正不正耳。如
暴戾愚狠，便是发错了羞恶之心;含糊不分晓，便是发错了是非之心;如一种不逊;便是发错了
辞逊之心。日间一正一反，无往而非四端之发。方子。(同上)
问:“推四端而行，亦无欠阙。”曰:“无欠阙，只恐交加了:合恻隐底不恻隐，合羞恶底不
羞恶，是是非非交加了。四端本是对着，他后流出来，恐不对窠臼子。”问:“不对窠臼子，莫
是为私意隔了?”曰:“也是私意，也是不晓。”节又问:“恭敬却无当不当?”曰:“此人不当拜
他，自家也去拜他，便不是。节。(同上书，第 1293 － 1294 页)
根据《朱子语录姓氏》，陈淳所记的语录乃 “庚戊、己未所闻”(同上书，第 16 页)，即分别是公元
1190 年和 1199 年所闻。陈淳是朱熹晚年的得意门徒，其记录的材料多而可靠。辅广所录则是 “甲寅
以后所闻”(同上书，第 13 页)，即 1194 年以后所闻。李方子所录则是 “戊申以后所闻”(同上)，
即 1188 年以后所闻。林夔孙所录则是 “丁巳以后所闻”(同上书，第 15 页)，即 1197 年以后所闻。
而甘节所录乃“癸丑以后所闻”(同上书，第 14 页)，即 1193 年以后所闻。根据上述材料，可以认
为朱熹最早可能是在戊申 (1188 年)开始探讨四端亦有不中节现象。该年朱熹 59 岁，对于享寿 71
岁的他来说这是名副其实的晚年。
3． 相关语录之分析
前文陈淳所记的语录涉及到了不当恻隐的地方却恻隐了，不当羞恶的地方却羞恶了。这是第一种
四端不中节的类型。林夔孙所记语录的重点在于:朱熹认为四端之发 “有不整齐处”，其表现在于
“有合恻隐而不恻隐处”、“又有合羞恶而不羞恶处”。换言之，就是在应有恻隐之心的地方 (情境)
没有表现出恻隐之心，应在有羞恶之心的地方 (情境)而没有表现出羞恶之心。这是某些情境下四
端缺位的情形。如果说林夔孙所录的仅仅涉及到了四端之心中的恻隐之心与羞恶之心的话，那么辅广
所录的语录则同时涉及到了四端之心。其重点也是谈 (应当)表现出四端之心的地方，却没有表现
出来。也就是说，这两条语录探讨的都是四端之心在某些场合的缺位问题。而且，朱熹也解释了其原
因，即“失其本心”。“本心”也是孟子发明的一个概念，指的是先验的纯善之心。这是四端不中节
的第二种类型。李方子所记的语录也提到了四端之心，四端在发动时存在 “正不正”的问题。在本
文看来，也就是中节不中节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李所录的语录还涉及到了四端 (除了恻隐之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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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其他三端)“发错了”的情况，这是一种新表述。在笔者看来，这里的“发错了”三字是指其他
两种类型之外的一切不中节 (或过或不及)的情形。比如，对某事应当有十分恻隐之心，却只表现
出五分;或应当有六分羞恶之心，却表现出九分来。如果说前两种类型是四端之心在有无的情况下的
不中节问题，而第三种类型则是四端之心在有的情形下的过或不及，即不中节问题。
如果把这五条语录整合在一起①，那么可以发现:既谈到了不当恻隐而恻隐、当恻隐而不恻隐这
两种形式，也谈到了恻隐之心发错了 (不正)的情况。其他三端可以类推。可以认为，上述三种形
式是并列的，穷尽了四端有不中节的逻辑空间。内在于本文的主旨，存在着三种恻隐之心不中节的类
型:其中前两种类型是强调质的，即第一种类型是不当恻隐而恻隐，第二种类型是当恻隐而不恻隐;
而第三种类型则是强调量的，即发错了恻隐之心。
二、恻隐之心、情境 (situation)与道德判断
四端同时涉及四个方面，要是逐一论证会比较繁琐，所以本文就以恻隐之心为例来说明作为哲学
问题的“四端亦有不中节”说。当然，选择恻隐之心来作具体分析，也和其在四端中的独特地位分
不开②，即恻隐之心在四端中居于主导和统帅地位，且贯穿其他三者。
1． 孟子案例中所体现的恻隐之心
内在于孟子的视野，抽象地看恻隐之心，由于其是仁爱的端绪，故而是善的。但是，任何恻隐之
心都是在一定的场域 (情境)下出现的，比如孺子入井之类的。而对于情境的描述，就不完全是纯
事实层面的。当然我们不否定也有纯粹的事实层面的情境的描述，比如孟子所举的例子。需要引起注
意的是，孟子所举的例子是一个儿童。而儿童其在道德上极有可能是没有罪恶的。换言之，孟子所举
例子中的儿童具有无辜的特性，所以其将要跌入深井才会打动每一个人的心。在这种情形下，恻隐之
心的出现就是正当的。反之，对此无动于衷的人，孟子会直斥其为禽兽。(参见《孟子·公孙丑上》)
在孟子所举的例子里，朱子必会赞成产生恻隐之心是中节的。反之，无恻隐之心就是不中节，或者
说，是当恻隐而不恻隐。比如，朱熹曾说道:“见孺子入井而无恻隐之心，便是恶矣”。(《朱子语类》
卷五，第 86 页)这是有关恻隐之心不中节的第二个类型，是李明辉所没有涉及到的 (后文会分析到
此点)。对于孺子入井的案例，朱熹与孟子是高度一致的。就此而言，此一案例无法有效区分朱熹与
孟子，故而也就无法表现出朱熹思想的特色所在。如果对孟子所举的例子作两点简单的调整 (其他
条件实质上不变) ，那么或许就可以充分显露出朱熹与孟子在道德哲学上的分歧。
2． 新案例:对孟子所举的“孺子入井”例子的修改
可以设想，假如即将跌入深井的不是一个无辜的儿童，而是一个恶贯满盈的人;再假定当时的目
击者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知道其罪行的人，另一类则是不知道其罪行的人。这个关于目击者的认知
的不同描述，就不完全是事实层面的，也同时涉及到了价值。这是因为，对于罪行的理解及其认定属
于价值层面。因而，区别于孟子案例中的具有无辜特性的孺子，笔者在孟子所举例子的基础上适当地
修改了几处条件，就重新构造了一个案例 (思想实验)。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笔者引入了认知因素，
就和孟子所举例子中所体现的本能式 (“乍”)的情感反应具有了一定区别。根据上述设定，特作图
表如下，可借此形象地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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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甘节所录由于不具有典型性，因而就不再分析了。
如夔孙记朱子言:“恻隐之心，头尾都是恻隐。三者则头是恻隐，尾是羞恶、辞逊、是非。若不是恻隐，则
三者都是死物。盖恻隐是个头子，羞恶、辞逊、是非便从这里发来。”(《朱子语类》卷五十三，第 1285 页)
知识 (有无)
恻隐之心 (有无)
知 不知
恻隐之心 (有)
A. 中节 E. 中节
B. 不中节 F. 不中节
恻隐之心 (无)
C. 中节 G. 中节
D. 不中节 H. 不中节
3． 在具备知识 /不具备知识的条件下恻隐之心的有无与中节与否的八种类型
从逻辑上来看，知道了即将跌入深井之人乃恶贯满盈者这一事实，目击者可能会产生恻隐之心，
也可能不会产生恻隐之心。也就是说，前者是觉得虽然其活该，但是还是于心不忍。而后者则是觉得
其活该，故而没有产生恻隐之心。再从中节与否的角度来看，有恻隐之心的可能中节、也可能不中
节;同理，无恻隐之心的也可能中节、也可能不中节。于是，在主观方面具有某种知识、恻隐之心的
有无以及中节与否的道德判断，三者之间就构成了 A、B、C、D 四种类型。在笔者看来，认为有恻
隐之心是中节，以及无恻隐之心是不中节，是同一个立场的两种不同表达形式，即 A = D。同理，有
恻隐之心是不中节的，和无恻隐之心是中节的，也是同一个立场的两种不同表达形式，即 B = C。
另一方面，不知道即将跌入深井者是恶贯满盈的人的目击者可能会产生恻隐之心，也可能不会产
生恻隐之心。前者好理解，因为这符合人们的道德直觉。而后者则一定程度上违反了人们的道德直
觉，因而颇不好解释。但就是这种不合符普通人道德直觉的可能性，或许就蕴涵着深刻的道德哲学问
题。再从中节与否的道德判断的角度来看，有恻隐之心的可能被判断为中节也可能不中节;同理，无
恻隐之心的也可能会被判断为中节或不中节。于是，在主观方面不具有某种知识和恻隐之心有无以及
中节与否的道德判断上，三者之间就构成了 E、F、G、H 四种类型。其中，有恻隐之心中节和无恻
隐之心不中节，是同一种立场的不同表达形式，即 E = H;有恻隐之心不中节和无恻隐之心中节也是
同一种立场的不同表达形式，即 F = G。
4． 朱熹与孟子可能采纳八种类型中的哪些立场的初步分析
从逻辑上列出上述八种类型之后，接下来我们尝试分析孟子与朱熹可能会分别支持哪些立场。笔
者首先亮出观点，然后分析其理由。对于孟子来说，A、D、E、H 应该是其立场。而对于朱熹而言，
将会支持 B、C、F、G四种立场。由于朱熹思考了四端亦有不中节的问题，故而我们首先分析他的看
法。在朱熹看来，只要是对罪大恶极者即将跌入深井而产生恻隐之心的，而不管主观上是否知道这一
点，从道德判断的角度来说都是不中节的。换言之，都是一种恶。这就是表格中的 B 与 F 所反映的
立场，即不应该产生恻隐之心。这也就是朱熹所说的“不当恻隐而恻隐”这种类型。B 与 F，其反命
题，即只要是对罪大恶极者即将跌入深井没有产生恻隐之心的，而不管主观上是否知道这一点，从道
德判断的角度来说都是中节的。换言之，都是一种善。这就是表格中的 C 与 G 所反映的立场，也说
明了不应该产生恻隐之心。很明显，只要是罪大恶极者将跌入深井，不管目击者是否知道这一事实，
都不应当产生恻隐之心。恻隐之心的产生之正当与否，不取决于主观方面的知道与否 (心理状态) ，
而是取决于情境中的客体自身的状况，或者说客体之前的历史状况的道德评价。对客体之前的历史状
况的了解，并对其下一道德判断，从朱学的角度而言是格物的任务之一。格物的目标就是穷理，即去
发现具有客观意义之理，然后以客观之理来决定或支配人的动机，即由客观来决定主观。在笔者看
来，这是一种客观主义进路。此种进路，强调的是独立的客观知识以及真理概念，因而和格物致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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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内在一致。换言之，朱熹似乎预设了一个类似于功利主义的公平观察者概念。① 公平观察者洞察
一切，永远大公无私且前后一致，朱学意义上的圣人似乎就属于此种类型。格物就是去发现客观知
识，并化必然为当然，确立道德动机的可靠性。就此而言，客观主义也就成为了强调认知的认知主义
伦理学。
对于孟子来说，知道或不知道即将跌入深井者的历史 (即恶贯满盈者)这两种情形，产生恻隐
之心都是中节的② (A与 E) ，而没有产生恻隐之心则是不中节的 (D与 H)。就后者而言，或可从孟
子“无恻隐之心，非人也”的表述中判断出来。从本文的角度而言，则属于 “当恻隐而不恻隐”这
种类型 (当然朱熹并不会同意孟子 D与 H的立场)。换言之，中节与否的道德判断取决于主体自身，
而与情境中的客体没有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必然强调向内发掘主体自身的资源。这种伦理学可以视
为主体性伦理学 (参见何怀宏，第 21 － 24 页)，而和强调有客观知识的客观主义进路的伦理学颇为
不同。主体性伦理学强调，道德情感的适当与否不取决于外在的情境，尤其是不取决于客体，而是取
决于主体自身。换言之，对于外部情境的认知，对于客体的认知，从本质上来说与主体是不相干的。
理不在外部，而在人的内心。因而，主体自身就可以决定道德情感的正当性。对于孟子来讲，作为道
德情感的恻隐之心既是心，也是理。或者说，四端既是心，也是理，是心理不二的。这种看法，前贤
多已指出。在这种情形下，就不会采纳认知主义的格物穷理的理路，而是会回归人的内心，寻求自作
主宰。也就是说，格物就是格心 (晚年王阳明就是这个观点)。因而，孟子的道德判断具有非认知主
义的形式。或许有人会问:在孟学中恻隐之心是否在任何情境中都是中节的呢?或者说，恻隐之心就
无条件是善的吗?根据上述分析，或许可以得出该结论。
三、敏于情境原则与钝于情境原则
孟子所举的例子涉及到了当恻隐而不恻隐，而笔者所构造的新案例则关注了不当恻隐而恻隐以及
当恻隐而不恻隐。于是，朱熹所谈到的三种恻隐之心有不中节的类型，就只剩下发错了恻隐之心了。
在笔者看来，第三种类型与智观念密切相连，也就是是非之心。在是非之心的合理主导下，理论上不
会出现上述三种恻隐之心不中节的类型。但是，是非之心本身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比如朱熹所说的
“发错了是非之心”。因而，这是一个循环，似乎是一个无解的难题。下面我们来进一步分析 “四端
亦有不中节”说所蕴涵的哲学问题。
1． 从朱学角度看“四端亦有不中节”说提出的目的
晚年朱子为何要特地提出 “四端亦有不中节”说，其目的何在呢?或者说，朱熹作出这个明显
不合孟子原意的解释的意图是什么呢?笔者以为，东亚儒学中的四端亦有不中节的说法，都具有反击
论敌的作用。具体到朱熹而言，则是为了对付陆九渊的本心论 (心即理)。陆氏的学问源于孟子，他
正是利用了孟子的四端、本心概念来说明心即理的命题。比如，“揭诸当世曰:‘学问之要，得其本
心而已’。”(陆九渊，第 536 页)这句话说明本心概念对于陆氏的极端重要性。陆氏曾对杨慈湖说
过，他所说的本心就是孟子所讲的四端。在象山看来，心即理:“盖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当
归一，精义无二，此心此理，实不容有二。”(同上书，第 4 － 5 页)“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
即理也。”(同上书，第 149 页)这些都说明，四端至善对于陆氏证明本心说，尤其是证明心即理，
极为关键。在陆氏那里，四端就是本心，就是道德主体。对他而言，不存在四端不中节问题。所以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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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朱子语类》卷五十七，第 1341 页)
“仁者无不爱也。”(《孟子·尽心上》)
以认为，晚年朱熹走向否定四端的至善性，是为了对陆氏的观点予以釜底抽薪。①
朱熹提出四端有不中节的论说，也有其理论上深层次的根据。笔者曾经在前文从朱熹的心性论阐
发何以四端会有不中节现象，现在尝试从格物致知论来解释其理由。诚如有识者所云，“心具众理”
命题是朱熹格物致知论的核心。(参见陈来，第 332 页)根据“性即理”的朱熹哲学的基本原则，道
德原则就是人的本性。再根据 “在天为理，在人为性”的说法，则天人一理。心是道德主体，从而
“心统性情”。心中本来就具有道德原则 /法则，但是由于“气禀物欲”的影响，道德原则不能当体呈
现而是潜存着。换言之，作为现实意识的心是有善有恶的，“心是动底物事，自然有善恶”。(《朱子
语类》卷五，第 86 页)故而心不即是理。就此而言，陆九渊强调心即理的观点是片面的，其基本缺
陷在于忽略了气禀的影响。根据 “理一分殊”的原则，理既在外物之中，也在心中。通过格外物之
理，则可以彰显心中之理。一旦豁然贯通 (一种逻辑设定，事实上极难达到) ，则心中之理完全呈
现。就此最终境界而言，可以说心即理，此时则为圣人，达到了随心所欲不逾矩之境。但是在此之
前，心之所发 (情，当然包括四端之心)不能自发地合乎理，必须结合情境仔细地审查其是否中节。
也正因为如此，格物穷理才有其必要。故而，四端之发有不中节之处，对于朱学来讲是逻辑之必然。
2． 李明辉从孟学角度否定该问题的存在
“四端亦有不中节”说意味着四端存在不中节现象，这是需要界定清楚的。了解东亚儒学的学者
不难发现，认为存在“四端亦有不中节”问题的儒家，都是思想更接近朱熹的人，比如奇高峰、宋
尤庵与韩南塘，而否定或反对 “四端亦有不中节”问题的多是比较接近孟子的人，比如李退溪。在
现代学者中，李明辉是明确否定 “四端亦有不中节”问题的人。这就对本文的主旨形成了根本的挑
战。先看一下李氏的论证思路，再回应其挑战。
第一，认为朱熹根据其义理架构对 “四端之心亦有不中节”之说所作的诠释，并不符合 《孟子》
的文本及其含义。② 对此，李氏指出，“四端亦有不中节”之说不但在孟子那里毫无根据，而且直接
和性善论相互冲突。他提供的理由和徐复观的一致，即 “孟子正是籍四端之善来说明本性之善;若
四端亦有不善，他便得放弃性善说，而只能主张 ‘性有善有不善’之说。但这却是孟子所明白反对
的三种人性观之一”。(李明辉，2008 年，第 186 页)因而，李氏首先从宏观上明确提出了自己的
观点。
第二，“不当恻隐而恻隐”并非真正的 “恻隐之心”。相对于第一点而言，这是从微观的角度而
展开的论证。在李氏看来，“严格而论，‘不当恻隐而恻隐，不当羞恶而羞恶’之情并非本心所发。”
(同上)但笔者的疑问在于，不是本心所发，是发自何处?本心所发必善，而恶则并非本心所发。对
于孟子一系 (包括陆王、牟宗三、李明辉等)来说，本心即性即理，故而心即理。善的来源是理，
而恶的来源则只能是气了。故而，朱熹与韩国儒家，尤其是后者，就四端七情与理气之关系展开了数
百年的讨论。李明辉继续指出:“‘不当恻隐而恻隐’并非真正的 ‘恻隐之心’，而只是貌似 ‘恻
隐’;这犹如通常所说的‘妇人之仁’其实并不是 ‘仁’，而只是貌似 ‘仁’。”(同上)他运用了一
个类比论证，从“妇人之仁”不是真正的“仁”而只是像“仁”出发，推出 “不当恻隐而恻隐”也
是如此。在笔者看来，其论证效力是非常有限的。首先，“妇人之仁”这样的传统术语一定程度上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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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陈来的研究，丁未 (1187 年)以来，朱熹对陆九渊鸣鼓而攻。戊申 (1188 年)又爆发了无极太极之辩，
直到 1193 年 1 月陆去世。此后，朱熹依然抨击陆学。(参见陈来，第 389 － 396 页)笔者以为，《语录》中所
记录的四端有不中节的五段材料，都录自戊申后，这绝不是偶然的。
李明辉主要批评的是奇高峰，但他认为高峰和朱子的义理系统是完全一致的，故而也可以视为是对朱子的批
评。(参见李明辉，2008 年，第 159 － 167 页)
现了对女性的歧视;其次，“妇人之仁”所要表达的实际含义就是不应当仁而仁，其实质就是朱熹所
说的“不当恻隐而恻隐”。故而，这个类比其实是同语反复。况且，“不当恻隐而恻隐”只是解释四
端亦有不中节问题的一个向度，其另外两个向度 (应当恻隐而不恻隐以及发错了恻隐之心)却被忽
略了。在笔者看来，合理的方式应当是对朱熹的观点予以同情地理解，然后去批判地考察其背后所蕴
涵的哲学问题。
3． 敏于情境原则与钝于情境 (情境无碍)原则
朱熹是一位注重格物的哲学家，在其道德判断中，客观知识 (尽管主要是道德知识)占有极为
重要的地位。他对格物的经典定义是: “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
也。”(朱熹，第 4 页)朱熹会认为，对于即将跌入深井者的历史的了解，应该就是格物的一部分。①
故而不知者从主观上来说就负有知识的债务 (欠缺) ，这种无知属于应当消除的现象。因而，不能借
口自己的知识欠缺而说产生了恻隐之心就不是不中节的而是中节的。就此而言，朱熹的道德判断确实
具有认知主义的特征。而孟子则会支持恻隐之心的无条件性，即恻隐之心是无条件善的，是源于自我
本身的，而不依赖客观世界的相对变化多样。或许，这就是孟子所谓的 “求在我者也”，而不是 “求
在外者也”。就此而言，孟子的道德判断具有非认知主义的特点。② 在孟子看来，朱熹的判断恻隐之
心 (四端)是否中节，过于依赖复杂多变的外部世界，因而不是“求在我者也”，而是典型的“求在
外者”也。强调先天内在善的无条件性的孟子，其道德哲学的特点可以归结为钝于情境 (或情境无
碍)原则。相应地，朱熹的道德哲学的特点则可以总结为敏于情境原则。
对于朱熹来讲，情感的发动需要一定的外部条件。所谓 “感物而动，便是情”(《朱子语类》卷
五，第 95 页)就说明了此点。而作为情的恻隐之心的激发当然也需要一定的条件。“外边才感，中
间便应。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则仁之理便应，而恻隐之心于是乎形。”(《朱子全书》第 23 册，第
2779 页)朱熹的说法比较简明，但似乎还不够透彻。或许，朱学后劲、韩国大儒李栗谷的精辟论述
可以为他的这个思想作一注脚:“虽圣人之心，未尝有无感而自动者也。必有感而动，而所感皆外物
也。何以言之?感于父则孝动焉，感于君则忠动焉，感于兄则敬动焉……今以恻隐言之，见孺子入井，
然后此心乃发。所感者，孺子也。孺子非外物乎?安有不见孺子之入井，而自发恻隐者乎?”(《栗谷全
书》，第 201页)对于朱熹来说，不管是孺子还是恶贯满盈者，都是情境中的外物。对不同性质的外物，
心的反应可能会极为不同。格物穷理则可以担保动机的纯正以及行为的道德性。“穷理者，欲知事物之
所以然，与其所当然者而已。知其所以然，故志不惑;知其所当然，故行不谬。”(《朱子全书》第 23
册，第 3136 －3137页)于是，强调敏于情境原则的朱熹哲学就更多地导向了“道问学”。
结 语
对于孟子来讲，四端本身就是正当的。但是晚年朱子认为，四端之心不是天然就是善的，其是否
是善的，要由正当与否来确定。③ 故而，四端的道德性需要参考环境后再予以判断。四端如剥离环境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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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只说‘格物’二字，便是要人就事物上理会。且自一念之微，以至事事物物，若静若动，凡居处饮食
言语，无不是事。”(《朱子语类》卷十五，第 287 页)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对认知主义与非认知主义这对概念的使用，以及在此基础上所探讨的两种伦理学的分
野，均是限制在道德判断中是否强调认知这个意义上的，而与元伦理学中的伦理认知主义 (ethical
cognitivism)与伦理非认知主义 (ethical noncognitivism)有明显区别。
仅此而言，朱熹就是罗尔斯意义上的义务论者。罗尔斯通过确定正当与善何者优先来决定义务论与目的论的
分野。(参见罗尔斯，第 23 － 24 页)
抽象地看，是善，但在语境 (context)或脉络中，也可能不善，这就需要考察心理或行为的具体性。四
端当与不当的标准在于:心是否与情境中所体现的理合一。一定程度上，朱熹与孟子的基本差异在于:
四端是普通的道德情感还是本心即道德主体?对于孟子来说，四端就是本心就是道德主体，其他道德情
感或许有善恶问题，而四端就其规定性而言是纯善无恶的。就此而言，孟子似乎是向内寻求判断道德情
感中节与否的标准，故而与外界无预 (侧重点偏内)。对于朱熹而言，四端固然很重要，但也只是普通
的道德情感。在心 (含性)、情、物三者中，物在外，心在内，而情感是沟通内外而兼具内外的两种特
性。对于朱熹来说，情感的善恶取决于其与情境的关联 (从情境中推出普遍适用的道德法则) ，其侧重
点偏外。这也就是上文所说的敏于情境原则与钝于情境原则。就此而言，朱熹与孟子可谓大相径庭。
和孟子一样，朱熹也要求行善，甚至希望士大夫立志成为圣人。但对朱子而言，行善的前提是知
善或明善。故而，这是一种强调知识的认知主义伦理学。就此点而言，笔者在某种程度上呼应了牟宗
三、李明辉的观点，即认为朱熹的义理系统是主智主义的。(参见李明辉，1993 年，第 551 － 580 页)
对于朱熹的主智主义道德哲学，牟宗三、刘述先等人都有深刻的检讨。 (参见刘述先，第 524 － 528
页)此点不再赘述。在朱学看来，人的心灵不是洛克意义上的白板，而是 “心具众理”。但是这种
“具”不是现实的具，而是一种潜存，需要通过客观的格物穷理使内心的理逐渐澄明。理就意味着理
性，而恻隐之心之类的自发情感往往具有盲目性，故而朱熹要求以理性支配情感。很明显，朱熹非常
注重理性自觉原则。在这一点上，朱熹同于康德的理性主义伦理学。而不同于康德的地方在于，朱熹
认为知识对于成就德性是至关重要的。对于儒学来说，自孔子以来就对学 (知识)非常关注。孔子
曾经说道:“好仁不好学，其弊也愚。”(《论语·阳货》)就本文的主旨而言，孔子的这句话真是力
挺了朱熹的四端亦有不中节 (尤其是不当恻隐而恻隐)之说。朱熹直接承接了孔子的重学思想，对
于学问、思、辨之类的道问学极为重视。在普遍以尊德性为第一义而较为忽略道问学的宋明新儒学
中，如此旗帜鲜明地为道问学保留地盘的朱熹哲学，是有其独特贡献的。清代的考证学，一定程度上
就是朱学这一道问学传统的批判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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